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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 世纪 30 年代爆发的广西农业危机，是全国农业危机的一个典型，形成和爆发危机的
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经济掠夺。广西省当局为了摆脱危机，探寻出路，约请专家实地考察，

提供决策依据，并以“广西经济出路”为主题发起征文，在报刊上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论战。参加者
形成多个派别，提出了多种解决危机的办法，有的主张十分彻底，强调只有赶走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

等条约，消灭土豪劣绅和买办阶级，“以社会主义为归宿”，才能克服危机，振兴广西经济，从根本上消除
产生危机的根源。土地革命播下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只是还处于思想认知层面，而广西省府的振兴措
施则限于技术范围，收效有限，摆脱危机、彻底消除危机根源的历史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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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龙州、梧州、南宁三口开埠通商开始，广西农业危机的因由已经潜伏其中，终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危机爆发，1933—1934 年陷入萧条的谷底。危机的产生，除了传统的封建剥削，根本原因
还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突出表现为洋货与土货、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
断扩大。它不啻全国农业及其危机的一个缩影。它一方面使广西进出口贸易逆差上升，现金大量
外流，导致省内尤其是农村金融枯竭，财政拮据;另一方面使农民所付价格远大于所得价格，农副业

收入无法补偿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消耗，导致农业生产、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
农业危机在官方和民间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和惊恐，广西省府当局在着手推行恢复和发展农业

生产的相关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约请专家进行实地调查，把脉诊断;二是发起“广西
经济出路”征文，并在报刊开辟专栏展开讨论，各抒己见，献计献策。①征文和讨论反应热烈，参加者
按其观点，分为“重农派”、“重商派”、“农工商并重派”、“彻底拯救派”等多个派别。“农工商并重
派”特别是“彻底拯救派”观点、思路最为激进，提出欲求广西经济出路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赶走
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灭“操纵农村经济的小地主土豪劣绅”，铲除“买办阶级”，变革
生产关系，让“土地由农有而国有”，“使佃农所领的田不是地主的而是政府的”，同时“根本整理耕
地，建立大农业之生产制”，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取代封建主义的产业革命，“但又不要走入资本
主义的危机里”，必须“在生产关系上踏入社会主义的阶段”，以“改良生产技术”和“国家资本主义
为开始，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确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消
除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些对策、办法，同广西左右江地区武装起义的革命主张、实施纲领、斗争口号
高度吻合。然而尚处于思想认知层面，未能付诸实施，而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更不会同意和实施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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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的办法。摆脱危机的诸多举措实践的史实表明，废除封建制度和封建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
度、彻底解放生产力和消除危机根源的历史使命，由共产党人承担了起来。

一、入不敷出的农户经济所反映的农业和乡村危机

封建半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供家庭成员消费的简单再生产，作为

农业生产主体的小农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家庭收支平衡，能够补偿生产中的物资和

体力消耗，是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 包括劳动力再生产) 的起码条件。然而，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量
资料显示，广西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农户入不敷出，生产、生活无以为继。

1933 年秋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应广西省政府约请，对郁林、藤县等 12 县 1248 家农户进
行抽样调查②，并筛选其中 780 农户③的调查资料整理出版( 筛选标准和农户情况不详) ，重点是农
户收支，不过资料不太完整④，未有准确反映农户收支及入不敷出的真实状况。原始资料已大部散
失，仅郁林、藤县、果德等 3 县 322 农户的调查表被保存下来，十分珍贵。⑤现在对这部分原始表格
加以综合整理，或许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农户经济和农村状况。
郁林、藤县、果德 3 县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不尽相同。位于桂东南的郁林、藤县，耕地大

部分为水田，稻谷可种两季，旱地较少，只占全部耕地的 13． 5%。地权高度集中，调查的 215 农户
中，50． 2%是无地户，68． 3%的水田属于租佃经营。果德地处桂西山区，虽可种植两季稻作，但土地
较贫瘠，缺乏灌溉水源，只能种植一季。旱地比重亦较高，占耕地的 37． 9%。不过地权较分散，调
查的 107 农户中，无地户只有 4 户，85%的农户为自耕农，只有 4． 5%的水田是以租佃形式经营的。
旱地的租佃经营比重略高，也只占 16． 3%。⑥这种情形在南方地区并不多见。3 县农户经营规模，
也有明显差异，郁林相对较大，62． 9%的农户水田耕作面积在 10 亩以上，平均为 14． 9 亩。藤县最
小，87． 9%的农户水田耕作面积不足 10 亩，41． 8%的农户不足 5 亩，平均只有 6． 6 亩。果德虽然
49． 5%的农户水田耕作面积超过 10 亩，平均为 11． 4 亩，但因只种一季，实际种植面积并不比藤县
大。

1．收支盈亏状况
3 县自然条件、地权分配和农户经营规模虽有差异，但农民经济困窘、入不敷出、无法维持简单
再生产的情形，则完全一样。试看 3 县各类农户的盈亏户数比较:

表 1 1933 年广西郁林等 3 县各类农户家庭收支盈亏户数统计

县别
自耕农( 户) 半自耕农( 户) 佃农( 户) 合计( 户) 小计

小计 盈余 亏折 小计 盈余 亏折 小计 盈余 亏折 小计 盈余 亏折

郁林 11 2 9 65 10 55 48 4 44 124 16 108

藤县 18 4 14 45 5 40 28 1 27 91 10 81

果德 91 8 83 13 0 13 3 0 3 107 8 99

合计 120 14 106 123 15 108 79 5 74 322 34 288

% 100 11． 7 88． 3 100 12． 2 87． 8 100 6． 3 93． 7 100 10． 6 89． 4

资料来源:据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整理计算。

3 县 322 农户中，盈余的 34 户，占 10． 6%，亏折的 288 户，占 89． 4%，近 9 成的农户入不敷出。
从县区看，郁林、藤县、果德亏折农户比重依次为 87． 1%、89． 0%、92． 5%，呈递升态势，这同 3 县自
然环境、农户经营规模不无关系，不过差别不太明显。不同类别农户的差别则更大一些。其中半自
耕农情况稍好，亏折户占 84． 8%，佃农最为严重，亏折户比达 93． 7%，藤县佃农仅有 1 户盈余，果德
佃农、半自耕农则全部亏折。不过由于某种原因，自耕农的亏折农户比重更高于半自耕农。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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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户不仅普遍亏折，而且亏折数额不小。上述被抽取的 780 农户，平均每户周年收入
293． 9 元，支出 325． 8 元，不敷 30． 9 元，相当收入的 10%，问题不小。如将婚娶、丧葬和债务还本、
付息，赎当，钱会，赌博损失⑧等款项计入支出，农户入不敷出的程度更要严重得多。表 2 反映的是
将婚丧、偿债等项费用计入支出后的 322 农户实际亏折状况:

表 2 1933 广西郁林等 3 县各类农户户均收支数额 统计单位:国币元

县别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合计收入

收入 支出 亏折 收入 支出 亏折 收入 支出 亏折 收入 支出 亏折

郁林 436． 8 591． 7 154． 9 359． 9 418． 4 58． 5 282． 3 361． 0 78． 7 336． 7 411． 6 74． 9

藤县 322． 2 402． 1 79． 9 275． 5 353． 3 77． 8 226． 8 339． 9 113． 1 269． 7 358． 8 89． 1

果德 220． 8 300． 7 78． 9 160． 2 248． 8 88． 6 134． 7 185． 7 51． 0 211． 9 291． 2 79． 3

合计 256． 6 342． 6 86． 0 307． 9 376． 7 68． 8 257． 3 346． 9 89． 6 276． 4 356． 5 80． 1

资料来源:据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整理计算编制。

如表，322 户平均，周年收入 276． 4 元，支出 356． 5 元，亏折 80． 1 元，相当收入的 29%，比 780
户的不敷数额高出 1． 6 倍。通常农户收支不敷的程度，应随经营规模扩大、收入增加而减轻，或进
而转亏为盈。但表中情况并非如此，农户不敷数额甚至随经营规模和家庭收入扩大而上升。3 县
各类农户中，郁林自耕农家庭收入最多，为 436． 8 元，而不敷数额亦居各类农户之首，达 154． 9 元，
比平均数高出近 1 倍。当然这并非说，贫苦佃农、半自耕农的亏折程度会轻一些。因为他们经营规
模和收支数额更小，亏折或不敷数额不论大小，相当于家庭收入的比例更高，不敷程度自然更严重。
结果，不论农户类别或经营规模大小，全都无法避免亏折，无法补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

2．生产费用和生活费用分配与结构
农民生产亏折，收支不敷，既要维持生产，又要继续生存，势难两全。按照常理，维持生产本是

摆脱困境、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但当生存本身受到直接威胁时，又只能压缩生产开支，牺牲生产，
以求暂时活命。3 县农户的生产支出和生活支出分配情况，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详情见表 3:

表 3 1933 年广西郁林等 3 县各类农户生产费用和生活费用分配 统计单位:国币元

农户类别 县别 户数 小计
生产支出 生活支出

实数 % 实数 %

自耕农

郁林 11 591． 7 161． 6 27． 3 430． 1 72． 7

藤县 18 402． 1 91． 4 22． 7 310． 7 77． 3

果德 91 300． 7 62． 1 20． 7 238． 5 79． 3

小计 120 342． 6 75． 7 22． 1 266． 9 77． 9

半自耕农

郁林 65 418． 4 166． 7 39． 8 251． 7 60． 2

藤县 45 350． 3 104． 5 29． 8 245． 8 70． 2

果德 13 248． 8 39． 3 15． 8 209． 5 84． 2

小计 123 372． 6 129． 4 34． 7 243． 1 65． 3

佃农

郁林 48 361． 0 154． 9 42． 9 206． 1 57． 1

藤县 28 350． 4 101． 6 29． 0 248． 7 71． 0

果德 3 185． 7 58． 8 28． 1 133． 6 78． 9

小计 79 350． 6 133． 3 38． 0 217． 3 62． 0

合计 322 356． 5 110． 3 30． 9 246． 2 69． 1

资料来源:据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整理计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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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322 户平均，生产费用和生活费用分别占家庭开支的 30． 9%和 69． 1 %。生产开支
不到家庭开支的 1 /3。这在近代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明显偏低。⑨而且从单个农户看，生产费用比
重同不敷程度成反比，收支不敷程度愈严重，生产费用所占比重愈低;在不同地区之间，愈是农业生

产条件差、农民生活困苦的地区，生产费用比重愈低，郁林、藤县、果德 3 县，依次递减。
农户极力压缩生产费用，严重影响生产，但并未解决温饱问题，大部分农户仍然饥寒交迫。试

看各类农户生产支出、消费支出结构:

表 4 1933 年广西郁林等 3 县各类农户生产支出、消费支出结构统计

农户
类别

县别 户数
生产支出( % ) 消费支出( % )

种苗 肥料 饲料 粮租 其他 饮食 衣饰 燃料 其他

自
耕
农

郁林 11 9． 9 11． 7 17． 8 * 60． 6 53． 2 3． 4 11． 2 32． 3

藤县 19 9． 6 21． 3 17． 5 4． 2 47． 4 68． 2 2． 1 12． 2 17． 5

果德 91 12． 2 11． 9 30． 2 * 45． 7 64． 5 3． 5 12． 3 19． 8

小计 121 11． 3 13． 7 25． 3 0． 8 48． 9 63． 5 3． 2 12． 1 21． 2

半
自
耕
农

郁林 65 11． 1 13． 0 16． 6 26． 8 32． 5 65． 3 3． 0 14． 3 17． 4

藤县 47 9． 1 13． 7 15． 4 28． 1 33． 7 67． 2 1． 6 12． 7 18． 5

果德 13 11． 2 13． 1 25． 6 18． 1 32． 0 64． 0 2． 3 11． 1 22． 6

小计 124 10． 5 13． 2 16． 5 26． 9 32． 8 65． 9 2． 4 13． 4 18． 3

佃
农

郁林 48 9． 1 9． 8 8． 8 39． 2 33． 2 67． 8 2． 7 13． 4 25． 4

藤县 25 8． 5 12． 9 16． 5 39． 0 23． 0 62． 0 1． 2 16． 8 20． 0

果德 3 3． 8 11． 9 12． 4 26． 1 45． 8 75． 9 1． 4 16． 6 6． 7

小计 76 8． 9 10． 6 10． 8 38． 9 30． 8 65． 2 2． 3 16． 0 16． 5

合计 322 10． 2 12． 6 17． 2 23． 5 36． 5 64． 7 2． 7 13． 2 20． 4

说明: 1．生产支出“其他”包括:雇工、修理农具、添置农具、租用农具、修理农舍、新添建筑、租用牲畜、兽医、鱼苗、蚕
子、桑叶、杀虫药、鸡蛋( 种蛋) 、买进牲畜、农舍折旧、农具折旧等 15 项。
2．消费支出“其他”包括:房租、家具、年节、应酬、教育、婚娶、丧葬、生育、医药、慈善、供佛、教会捐、团务、茶
叶、土烟、烟仔、酒、赌博损失、诉讼、付利、还本、赎当、钱会等 23 项。
3． * 不足 0． 01%。

资料来源:据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整理计算编制。

如表 4 所示，农户生产支出，主要有 4 项，平均占生产支出总额的 63． 5%，其中最大项的粮租
( 不含地税) ，占生产支出的 23． 5%，直接用于农副业生产的种子、肥料、饲料 3 项合计，占生产支出
的 40%。前述 12 县 780 农户，3 项合计占生产支出的比重达 54． 6%，加上的粮租( 22． 3% ) ，合计
达 76． 9%。雇工、农具、耕畜、农舍等 15 项，只占比重 23． 1%，与饲料所占比重 ( 23% ) 相同。⑩当
然，这并不反映广西的畜牧业或家庭养殖业特别兴盛，而是说明生产费用短缺，用于购进牲畜

( 8． 2% ) 、禽种( 0． 3% ) 、鱼苗( 0． 2% ) 、蚕种，修补、建造农舍( 1． 6% ) ，维修、添置农具( 2． 6% ) 的款
项，除购进牲畜外，为数极少，无法正常补偿生产资料的消耗，农业生产的条件越来越差，再生产难

以在原有规模和条件下进行。
生活消费方面，饮食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即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测定农户经济状况和生活

水平的重要指标，高于 59%即属贫困，比重愈高，贫困愈甚。表中农民的食品开支比重为 64． 7%，
加上煮食用的燃料，其比重升至 77． 9%，果德佃农的这一比重更高达 92． 5%。12 县 780 农户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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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燃料费用比重也分别为 68． 8%和 16． 2%，合计为 85%。瑏瑡由此可见 3 县农户的贫困程度。
需要指出的是，农民食品开支的比重实际上比这还要高。因当地风俗，婚丧讲求热闹、排场，开

销不菲，相应拉高了食品以外费用的比重。调查年度中，有 30 农户举办婚丧，费用达 3720 元( 21
户为此举债) ，户均 124 元，占该类农户消费总支出的 28． 4%。如将这部分开支剔除，农民食品开
支的实际比重为 66． 7%。瑏瑢同样原因，上述 780 农户，因未将婚丧以及偿债、钱会等款项计入开支，
食品比重达 68． 8%，明显比 322 农户的比重高。
不过即使如此，相当一部分农户仍然无法填饱肚子。据广西统计局 1934 年对 78 县( 未含上述

12 县) 农民食粮的调查，当地虽以稻米为主食，但能够吃米饭的农户只占 41%，29%的农户只能喝
粥，11%的农户以杂粮为食，还有 19%的农户吃的是稀粥加杂粮。瑏瑣这说明半数以上的农户食粮不
足，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
服饰问题更大。322 农户服饰开支比重，最高 3． 5% ( 果德自耕农) ，最低 1． 2% ( 藤县佃农) ，平

均 2． 7%，大大低于同期其他地区的水平。瑏瑤322 户、2014 人衣饰总金额 2107． 15 元，户均 6． 54 元，
人均 1． 05 元。按 1934 年棉花、棉纱、布匹的年均价格计算瑏瑥，每人能买棉花 2． 28 斤或 2． 63 斤，或
者棉纱 0． 226 股或 0． 22 股、上海蓝布 16． 15 尺或 12． 5 尺、短线袜 3 双或 5 双、青布鞋 1 双。这就是
说，如不买纱自己织布，一个成人一年只可做一套单衣或一件棉衣，或再买双短袜。至于鞋帽、被
褥、蚊帐、汗巾、毛巾等，全无着落。这是按平均数而言，实际上大部分农户的情况更糟。表中 179
户占 55． 6%的农户服饰金额在平均数以下，17 户的服饰金额不足 2 元，人均不到 4 角钱，买不了 1
斤棉花或一双短袜，更有 42 户即 13%的农户全年没有一分钱的服饰开支。

3．靠借债、典当度日
农民终年劳累，所得收入却无力维修、补充农具，添置耕畜，修建农舍，不能补偿生产资料的消

耗;没有足够食粮充饥;无钱添置衣被遮体御寒，情况已经令人忧虑。更为严重的是，每到秋冬和春
荒时节，农民还不得不变卖土地、耕牛，典当农具、衣物，以救燃眉之急。资料显示，半数农户需要靠
借债、典当土地、农具、衣被维生。表 5 是各类农户的借债、典当户数统计:

表 5 1933 年广西郁林等 3 县农民债户统计

县别
自耕农( 户) 半自耕农( 户) 佃农( 户) 合计( 户)

A B C 小计 A B C 小计 A B C 小计 A B C 小计

郁林 1 2 0 3 9 10 7 26 5 9 14 28 15 21 21 57

藤县 4 2 1 7 5 19 8 32 3 7 9 19 12 28 18 58

果德 29 6 2 37 6 2 0 8 1 0 0 1 36 8 2 46

合计 34 10 3 47 20 31 15 66 9 16 23 48 63 57 41 161

说明: A为借债; B为典当; C为借债兼典当。

资料来源:据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整理计算编制。

322 农户中，161 户借债、典当，占总数的 50%。从农户类别看，债户比重依自耕农、半自耕农、
佃农的顺序递增，依次为 38． 8%、52． 8%和 56． 6%。另外，表 1 所列入不敷出的 288 农户中，128 户
没有举债纪录瑏瑦，占亏折户的 44． 4%。这部分农户除个别亏折数额较小( 7 户的不敷数额在 10 元
以下) 外，其余或不愿借债，或无条件借债，只能吃糠咽菜，或外出乞讨。他们的处境，不少比借债
户更为凄惨。
关于农户债额，包括钱债、粮债，调查只限当年新债，而不包括未偿还的旧债。同时，部分田产、

衣物典当也只有当款用途而无款额，债款数额不太完整，表 6 反映的只是各类农户部分新债的结构
及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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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933 年玉林等 3 县农户户均(按债户计算)债额统计

县别
自耕农 半自耕农 佃农 合计

现金( 元) 稻谷( 斤) 现金( 元) 稻谷( 斤) 现金( 元) 稻谷( 斤) 现金( 元) 稻谷( 斤)

郁林 4． 1 20 20． 0 60 18． 5 119 18． 4 87
藤县 50． 5 6 15． 2 37 30． 5 53 25． 1 38
果德 23． 2 82 28． 1 94 20 0 23． 0 79
合计 26． 5 66 18． 7 53 22． 9 90 22． 1 67

说明: 1．藤县部分稻谷原单位为“石”，现按该地 1 石 = 120 斤，折合为“斤”。
2．果德的粮食债务部分为玉米，为便于综合统计，以玉米 1 担折合稻谷 1． 5 担，换算为稻谷。

资料来源:据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原始各表综合整理计算编制。

农户当年新债，由现金和粮食两部分构成，按借债户平均，每户借贷现金 22． 1 元，稻谷 67 斤，
债额以现金为主。瑏瑧虽然只是部分新债，仍然为数不菲。
需要指出的是，绝大部分债项条件苛刻，利息高昂，尤以粮债和典当为甚。资料显示，粮食借贷

利率最低年息 4 分，大多为年息或月息 10 分，最高月息 20 分。典当利率则高于现金借贷的通行利
率。广西的乡间通行利率为年利 3 分，典当利率则为月利 3 分。而当物的价格又被压得很低，常言
“当半当半”，而作为农民当物的农具、衣被，价格远远不到实际价值的一半，如藤县某农当被 1 床，
作价 0． 2 元;藤县、郁林两农户各当衫 10 件，都是每件作价 4 分钱;郁林另一农户当衫 15 件，作价
0． 4 元，平均每件 2． 7 分钱，恐怕还不到本身实际价格的零头。问题还不止此。前已述及，这些农
户因服饰费用微乎其微，衣被本已严重短缺，又被迫典当，在寒冬季节势必饥寒交迫。
农户借款用途方面，也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点。试看表 7:

表 7 1933 年郁林等 3 县各类农户债款用途统计

农户类别 负债户( 户) 债款额( 元)
用途分类* ( % )

买粮 婚丧 经商 生产 医病 其他

自耕农 48 1272 51． 9 38． 9 2． 0 0 3． 9 3． 3
半自耕农 65 1215． 5 46． 1 33． 2 11． 5 4． 6 0． 1 4． 5
佃农 48 1099． 2 57． 4 22． 7 11． 8 6． 4 0． 2 1． 5
合计 161 3586． 7 51． 6 32． 0 8． 2 3． 5 1． 5 3． 2

说明: * 原调查资料中，有几笔债款的用途有两项，但无具体数字，本表统计分类时，将其平分为二。

资料来源:据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广西经济调查团编《广西省农户经济调查表》各表综合整理计算编制。

债款的最大用途是买粮充饥，占 51． 6%，加上直接食用的谷米，用于充饥的债额相当全部债额
的 60． 5% ;其次是婚丧，占 32%，借债人共 19 户。农户几乎凡有婚丧喜庆，必然借债。又因金额较
大( 平均每笔金额 60． 5 元) ，往往必须抵押、变卖田地、房产。而用于农业生产，包括买牛，买谷种、
肥料等，仅有 5 笔，金额占 3． 5%。总之，将近 9 成的债款用于充饥和生活急需。
需要指出的是，郁林等 3 县 1932、1933 年并无明显灾害。1932 年虽有个别农户失收，整体上

仍属正常年景。瑏瑨1933 年从调查的作物收成成数看，郁林、藤县水稻两造收成多在 8 成或 9 成以上，
郁林头造平均 8． 9 成，二造 9． 6 成;藤县头造平均 8． 7 成，二造 8． 8 成，可称上中等年成或小丰收。
果德水稻收成相对较差，平均 7． 6 成，也算是平常年景。就是在这种正常甚至小丰年景，绝大部分
农户还是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被迫典当农具、衣被，买米充饥活命，丧失了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另有
4． 4 成亏折农户因无处借债，更是无计可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危机四伏。
郁林、藤县、果德 3 县的农户状况是广西农业危机的缩影。省内其他一些县区也大都农民破

产，饥寒交迫，难以聊生。据省民政厅视察员报告，隆山“农村经济几乎破产，多属入不敷出”;凭祥
“农村经济极艰困”;龙胜农民“多以杂粮充饥，甚至冬无棉衣棉被，全家男女老幼，日夜皆以烘火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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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其苦状诚有不堪言者”; 镇边居民衣履“多数褴褛不堪，所食多蔬菜，早粥晚饭，贫者吃包粟麦
粥”;中渡“民众生活，颇形困苦”，山地居民尤甚，“专食包粟红薯，累数月不得肉食，或终岁不得肉
食者”;向都农民“生活甚为困苦”，衫裤“皆褴褛不堪”。等等。瑏瑩

1935 年后，广西农业和乡村危机开始走出谷底，农业生产和城乡市场缓慢复苏，但到 1937 年
尚未恢复到 1933 年的水平瑐瑠，全省农民温饱仍然堪忧。广西省政府对当时的农业和农民生活状
况，有如下概括: 境内“山陵纵横，山势峻峭，……且荒地随处皆是，故农作物生产率，一般均甚低
下。其次田场狭小，产率亦难提高。……产量既少，即〔既〕不能缴纳租赋，亦难维持其最低生活。
一般农家为维持生活计，多饲养牲畜，兼营副业。农民既受自然环境之限制，生活已极艰苦，复受高
利贷之剥削，更处于水深火热中。……此外农产品贬值与工业品交换，使农民收不敷支，亦其生活
艰苦之因素。农民生活困苦，遂放弃其田园，迁徙改业，转入城市。纵仍困守，亦苟延残喘，无力改
进”。瑐瑡总之，无论农业生产还是农民生活，均陷入绝境，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二、农业危机的由来与成因

20 世纪 30 年代广西农业危机的发生和加深，有多方面的因素。自然条件欠佳、农业基础脆
弱、耕地短缺，经营规模狭小、封建剥削残酷、国民党政府农政失修，等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但
并非主要原因。如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郁林、藤县好过果德;农户经营规模，郁林明显大于藤
县、果德，但 3 县农户的亏折和负债，反映不出这种差别，甚至相反。如表 6 所见，农户经营规模最
大的郁林，谷债数量也最多( 每户 87 斤) ，经营规模最小的藤县反而最少( 每户 38 斤) 。残酷的封
建地租剥削是导致一些地区农民收支不敷、贫困破产的主要原因，不过郁林等 3 县的地租剥削尚算
温和，该地通行实物分租制，分成比例以对分制为主，地租率大多不超过 50%。按调查资料计算，
郁林、藤县、果德平均租率依次为 48． 2%、47． 2%和 31． 7%，3 县总平均为 45． 8%。这在南方稻田
区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在 3 县内部，也看不出地租率的高低对农户经济的影响。因此不能简单地
把农户亏折和农业危机归结于地租剥削。
追根到底，广西农业危机最基本的原因还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列强的经济扩张和掠夺贸

易，破坏了广西的农民家庭和乡村手工业，将农民卷入市场，洋货和土货、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不等价
交换，使贸易逆差扩大，农民所付价格大于所得价格，以致入不敷出。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导致资
金外流，政府财政基础坍塌，农民破产，农村金融枯竭，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陷入危机。
危机的潜伏、萌发，可追溯到龙州、梧州、南宁三口开埠通商。
近代广西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比较特殊。一方面，因系内陆省分，地处西南边陲，交通不便，

经济落后而脆弱;另一方面，因东南部有西江水系连通广州、香港、澳门，西南部比邻法国属地安南，
鸦片战争后，列强势力逐渐渗入。1883—1885 年中法战争后，广西更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前
沿，龙州( 1889 年) 、梧州( 1897 年) 、南宁( 1907 年) 相继开埠通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创造了
条件，洋纱洋布开始进入城乡市场，到光绪宣统之交，桂东南地区的农民家庭纺织手工业逐渐被破

坏。如贵县，光绪中叶以前，城乡衣料多用土布，“县属比户纺织，砧声四彻”。光绪季年，“衣料浸
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迨洋纱输入，而家庭纺绩之工业，逐渐消灭。今欲于乡村
觅一纺车，几不可得矣”。瑐瑢陆川农家妇女向勤耕织，“日则作田工，夜则纺绩……自少至老，绩纺不
稍息”。至清末，“洋布洋纱盛兴，几无人不着洋布，无家不购洋纱，麻棉稀种。贫家尚有绩麻者，问
以纺棉，不知何谓，富家多不织而衣。利权外溢，数亦巨矣”。瑐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家庭棉纺织业和乡村榨油业被摧垮，或急剧衰
落。据 1934 年对 78 县( 占全省 95 县的 82． 1% ) 的调查，居民服饰原料，直接买布的占 62． 3%，买
纱自织的占 37． 7%。而自织用纱，纯洋纱占 69． 6%，土纱洋纱掺半的占 11． 7%，纯土纱只占
18． 7%。瑐瑤亦即 62%的手工织布业、77%以上的手工纺纱业已经消失。有 3 县更是 100%的居民买
布制衣，无人纺纱或买纱织布。农民照明用油，原用自家或本地出产的桐油、茶油、花生油、菜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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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松香等，后大多改用进口煤油( 俗称“洋油”) ，1934 年上述 78 县的调查资料显示，用洋油照明的
农户平均占 65． 3%，其中 14 县更超过 90%。瑐瑥

除了洋纱、洋布、洋油，打入广西市场的大宗洋货还有洋靛、洋铁、洋钉、洋铁皮、洋灰、洋火、洋
纸、海产、汽车、汽油、柴油、化工产品和“政府用品”等。瑐瑦随着列强对南亚殖民地附属国和对华资本
输出的加强，茶叶、食糖等农产加工品，开始进入广西市场; 广西进口的“国货”( “土货”) 中，也有
相当部分是外国资本产品。1929—1933 年世界经济危机期间，列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又采用各
种手段大量倾销剩余农产品，洋米、洋面亦随即充斥广西城乡市场。
列强在倾销工业品和剩余农产品的同时，大力搜购农特产品和工业原料。稻米、红糖、牛、猪、

家禽、牛皮、鸭毛等，都是重要出口土货，作为广西特产的八角、茴油、桂皮、桂油、桐油、香菇、沙田
柚、五倍子、苎麻、药材等，在出口土货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进口工业品和海产品，出口农特产品和工业原料，构成了近代广西对外贸易和城乡商业的基本

模式与主要内容。列强资本集团不仅生产力先进，资本实力雄厚，有强大的母国为后盾，更直接控
制中国海关，决定税则，享受“值百抽五”的固定关税和“子口半税”优惠，又有大小华人买办代为经
办和操控市场，每一宗交易都是按照外国资本集团的意志进行，达致其利益最大化目的。
这种不平等的殖民地型贸易，带给广西的直接后果是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和资金外流。表 8

是民国时期广西进出口贸易货值及逆差统计:

表 8 1912—1937 年广西进出口贸易货值 统计单位:国币元

年份
进口

洋货 国货 小计
出口

入超

数额 为出口额%
1912 15194316 2512819 17707135 10329845 7377290 71． 4
1913 16487512 3267869 19755381 10196788 9558593 93． 7
1914 15969535 2849459 18820908 9551224 9269684 97． 1
1915 14720417 3022691 17745023 12401790 5343233 43． 1
1916 13816844 3120344 16939104 15230552 1708552 11． 2
1917 15441227 3722335 19163562 13432078 5731484 42． 7
1918 15087850 3983553 19073321 13615361 5457960 40． 1
1919 18041149 4737106 22780174 13254815 9525359 71． 9
1920 18597605 7253983 25853508 13544162 12309346 90． 9
1921 12152736 6960461 19115118 10552604 8562514 81． 1
1922 6326194 4629195 10957311 7515826 3441474 45． 8
1923 10992947 6583249 17578119 11375475 6202644 54． 5
1924 12322412 9150048 21474384 12390924 9083460 73． 3
1925 6680943 11176587 17859455 8467442 9392013 110． 9
1926 9580571 16446714 26029211 10310636 15718575 152． 5
1927 13316376 15268302 28586605 15345357 13241248 86． 3
1928 16239584 16504234 32745746 17438385 15307361 87． 8
1929 13231717 12550545 25784191 14604252 11179939 76． 6
1930 9882611 13607306 23491847 8946840 14545007 162． 6
1931 14115760 16342131 30459822 12906125 17553697 136． 0
1932 16467957 30398025 46865982 29311279 17554685 59． 9
1933 10525554 28232465 38758019 33305762 5452257 16． 4
1934 — — 41128703 33738588 7390115 21． 9
1935 — — 59220494 40026260 19194234 48． 0
1936 — — 41723010 37521175 4201835 11． 2
1937 — — 41679524 40703513 976011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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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1912—1931 年只限梧州、南宁、龙州三口出入口贸易，未包括其他税卡登记的出入口货值。2． 1934—
1937年进口货值未分“洋货”、“国货”，只有总值。3．货币单位，1912—1931 年为“海关两”，1932—1937 年为“国币
元”。为便于比较，“海关两”换算为“国币元”。
资料来源: 1912—1933 年据广西统计局编印《第二回广西年鉴》( 1935 年) ，第 492—493、506—507、514—515

页; 1934—1937 年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第三回广西年鉴》( 1943 年) 上册，第 698—699、723、724 页综合整理、
计算编制。原资料个别数据有误，已据细数及相关资料核正。

广西进出口贸易，绝大部分通过梧州、南宁、龙州三口进行，梧州又占全省进出口贸易额的
80%以上。故表中数据大体反映了广西进出口贸易的概况和走势。如表，1912—1937 年的 26 年
中，全部是入超，一开始就为数不菲，并随着列强经济侵略的深入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入超呈波浪

式上升，其幅度更超过贸易增速。1912 年入超近 738 万元，相当出口额的 71． 4%，1914 年接近 927
万元，相当出口额的比重增至 97． 1%，将近一半的进口货价，必须以现金支付。此后几年，欧战( 第
一次世界大战) 中列强无暇东顾，洋货倾销势头放缓，对食品类土货需求增加，入超问题有所缓解，

1916 年入超 171 万元，相当出口额的比重降至 11． 2%。不过好景不常，欧战后列强卷土重来，日本
更趁欧战之机，大肆加强了对华侵略和掠夺。因此从欧战后期开始，入超递增加剧，1925、1926 年
入超相当出口额的比重分别达到 110． 9%和 152． 5%。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列强向中国
大肆倾销过剩产品的同时，严格限制和禁止中国产品进口，广西入超再创新高，1930、1931 年入超
相当出口的比重分别达 162． 6%和 136． 0%。进口货品的价额缺口接近甚至超过 60%。
广西并不富庶，20 世纪 30 年代中叶前，全年财政收入最多只有一两千万元，而且相当部分来

自土产鸦片税，贸易逆差往往接近甚至超过全省财政收入。如 1932 年财政收入为 1728 万元，贸易
逆差达 1755 万元，相当前者的 101． 6%。巨额现金外流，给广西的资金调剂、经济生产、货币流通、
财政收入、社会安定等，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广西省政府不得不采取果断手段，宣
布从 1932 年 9 月 23 日起，严格限制现金出口。这一措施一度见效，贸易逆差和现金外流势头，受
到某种遏制，1932 年现金出超 934 万元，1933 年降至 108． 9 万元。瑐瑧贸易逆差呈波浪式下降，1937
年贸易逆差额已降至 100 万元以下，只相当出口额的 2． 4%。这是民国以来广西进出口贸易平衡
最好的年份。但是，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民族危亡之际广西贸易逆差陷于失控，至 1941
年入超高达出口值的 6． 19 倍。瑐瑨

这种贸易逆差的形成及不断扩大，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进口货量大、出口货量小，或西方国家经
济先进、中国经济落后。从根本上说，这是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不平等贸易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不
平等贸易的核心，是洋货同土货、工业品同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不
断扩大。
就全国范围而言，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条件和市场环境下，工农业产品的流向和价

格决定，有其特定的规律:工业品从国外或沿海口岸城市流向内地农村，其价格形成用“加法”，即
以生产国或生产城市出厂价为基数，加上运费、税款、保险、各种流通费用和商人利润，成为农村销
售价;农产品由内地农村流向口岸城市，一部分出口国外，一部分就地进入生产或生活消费，其价格

形成用“减法”，即以外国或沿海口岸市场销售价为基数，减去运费、税款、保险、各种流通费用和商
人利润，成为农村产地市场的收购价。无论工业品还是进入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决定权都被操控在
外国资本集团或国内垄断资本手中，加上机制工业品和农产品、手工业品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工
业品的价格总是被抬高到价值以上，农产品、手工业品的价格则总是被压低到价值以下，造成人为
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瑐瑩由于广西位置偏僻，交通阻隔，商业滞后，洋货和土货、工业品和农
产品的差价尤为悬殊。如桂林 1937 年的批发价格，治疗疟疾用的进口西药奎宁( 金鸡纳霜) 为 1
瓶( 500 粒) 36． 83 元，1 市担上等白米 5． 94 元、猪肉 27． 13 元、干黄牛皮 12． 74 元、桐油 29． 62 元，要
6． 2 市担上等大米，或 1． 36 市担猪肉、2． 9 市担干黄牛皮、1． 24 市担桐油才能换到 1 瓶奎宁。瑑瑠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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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山区各县，工农业产品差价大，某些离口岸并不太远的县区，工农业产品差价也十分悬殊。20
世纪 30 年代初，距龙州、南宁不到 150 公里的向都，竟然 10 斤稻谷换不到 1 斤食盐，40 斤稻谷换不
到 1 斤洋纱。瑑瑡

广西工农业产品价格，不仅高低悬殊，而且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在不同时段，工农业产品的价
格有升有降，但是，当价格上升时，往往工业品幅度大，农产品幅度小;而当价格下跌时，则工业品幅

度小，农产品幅度大。有时甚至工业品价格上升，农产农产品下跌，呈反向运动，1932—1934 年国
内经济恐慌期间，情况尤为突出。
工农业产品差价的升降，直接导致农民所得价格、所付价格和实际购买力的相应变化。工农业产

品差价不断扩大，意味着农民所得价格愈来愈低，所付价格愈来愈高，购买力不断下降。试看表 9:

表 9 1933—1937 年广西凌云等 9 县农民所得所付价格指数与购买力指数 1933 年 = 100

年期

所得价格指数 所付价格指数

农产品
( 15 种)

畜产品
( 4 种)

总指数
( 19 种)

消费品
( 12 种)

农用品
( 12 种)

总指数
( 24 种)

购买力指数

193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4 96． 2 98． 1 95． 0 101． 8 102． 2 101． 9 93． 5

1935 94． 0 99． 4 95． 6 100． 7 98． 1 99． 6 96． 3

1936 104． 4 106． 9 104． 9 119． 1 101． 4 107． 8 94． 4

1937 119． 0 107． 5 116． 7 138． 7 108． 2 125． 1 93． 5

说明: 1．调查 9 县为凌云、融县、富川、河池、武鸣、象县、苍梧、郁林、兴安。2．所得价格:农产品 15 种:小麦、大
麦、稻谷、米、玉米、大豆、豌豆、蚕豆、芝麻、油菜籽、甘薯、棉花、花生、烟叶、麻;畜产品 4 种: 猪、山羊、鸡、鸡蛋。所
付价格:消费品 12 种:面粉、猪肉、蓝土布、白洋布、豆油、茶油、菜油、芝麻油、盐、红糖、茶叶、火柴;农用品 12 种:水
牛、黄牛、人粪、豆饼、菜籽饼、芝麻饼、石膏、犁尖、锄头、耙、镰刀、熟铁。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编资料( 载《中农经济统计》，1942 年第 2 卷第 8、9 期) ，转自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印《第三回广西年鉴》( 1943 年) 上册，第 412 页。

表中据以计算所付价格的 24 种货品中，半数以上属农牧产品或手工业品，进口洋货和机器制
造品只占少数，洋纱、洋靛、煤油等农民普遍使用的洋货或机制品并未计算在内，农民所得价格和所
付价格，并不完全等于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所得价格和所付价格之差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
刀差”及其变化，并不完全吻合。尽管如此，这种相关因素还是基本清晰的。资料显示，1933—1937
年间，农民所得价格和所付价格均呈波浪式上升态势，所付价格的升幅明显大于所得价格。所以农
民购买力呈波浪式下降，5 年间下降了 6． 5 个百分点。进一步观察，4 类产品的变化互有差异，所得
价格在 1934—1935 年间，呈下降或停滞态势，其中农产品价格更在 1935 年降至最低点;所付价格
在 1935 年一度下降，其中以耕畜和手工业品为主的农用品降幅较大，机制品或工业品占较大比重
的消费品则降幅较小，反弹幅度亦较大。4 类产品中，所得价格中的畜产品和所付价格中耕畜占有
一定比例的农用品，价格变化相近，实际上决定农民所得价格与所付价格、购买力升降是所得价格
中的农产品和所付价格中机制品或工业品占较大比重的消费品价格。如表，1937 年同 1933 年比
较，农产品价格上升 19%，而机制品或工业品占较大比重的消费品价格上升 38． 7%。两相比较，农
民购买力下降了 8． 6%，更高于表中的 6． 5%。
这是就 9 个县的整体状况而言，具体到每一个县，情况互有差异。因受资料条件的限制，只能

将 9 县中资料相对连贯、完整的 4 县列成表 10，以供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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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933—1937 广西富川等 4 县农民所得所付物价指数与购买力指数 1933 年 = 100

年期

富川 融县 凌云 象县

所得
价格
所付
价格
购买
力
所得
价格
所付
价格
购买
力
所得
价格
所付
价格
购买
力
所得
价格
所付
价格
购买
力

1933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934 91． 8 96． 7 95． 1 104． 3 113． 3 95． 2 97． 4 98． 6 99． 0 101． 2 101． 1 100． 0

1935 82． 7 92． 2 90． 2 105． 4 113． 3 94． 4 98． 7 100． 0 99． 0 103． 7 104． 5 98． 9

1936 69． 1 93． 3 74． 6 105． 4 128． 0 86． 3 135． 7 135． 6 100． 0 112． 3 112． 4 100． 0

1937 90． 9 111． 1 82． 0 107． 5 133． 3 80． 6 129． 9 137． 0 95． 2 123． 5 112． 4 109． 9

资料来源:中央农业实验所编资料( 载中央农业实验所编《乡村物价汇报》第 18 号) ，转自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
印《第三回广西年鉴》( 1943 年) 上册，第 413—414 页。

4 县农民所得价格、所付价格有升有降，变化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特点，所得价格的升幅大
多比所付价格小，而降幅比所付价格大，购买力多呈下降态势。富川、凌云 2 县，农民所得价格、所
付价格先跌后升，具体进程不完全一样。富川 1936 年前，所得价格、所付价格下降，所得价格的降
幅大于所付价格，4 年间的农民购买力猛降 25． 4 个百分点。1937 年所得价格、所付价格止跌回升，
前者升幅略大于后者，农民购买力才稍稍回升，不过仍比 1933 年下降 18 个百分点;凌云所得价格、
所付价格跌落的时间稍短，跌幅较窄，但同样是所得价格降幅比所付价格大，升幅比所付价格小或

相近，1937 年更是所付价格上升，所得价格下降，呈反向运动，农民购买力的降幅相应扩大。融县、
象县两县有所不同，农民所得价格、所付价格均上升，其中融县的上升速度较快，所得价格与所付价
格的升幅差距悬殊，农民购买力降幅也最大。象县的上升速度缓慢，所得价格与所付价格的升幅接
近，1937 年的所得价格升幅超过所付价格，农民购买力比 1933 年提高 9． 9%。这是唯一的例外。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近代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导致农民入不敷出、贫困破产，

与主权国家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农民被剥夺或两极分化的情形有某些相似之处，在形式上都表现

为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被剥夺的农民财富和资金，绝大部分流向城市，但两者的性质和结
局迥然不同。后者的剥夺者主要是国内资本，被剥夺的农民财富和资金，基本上流向国内城市，而
且部分或大部分会返回农村，成为雇用破产农民的产业资本，破产农民由原来小生产者变为农业工

人或城镇产业工人。与此相反，近代中国的剥夺者是外国资本集团，是西方资本将对本国农民的剥
夺转移和扩大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国家。这种剥夺也表现为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不
过这种剥削关系，不单发生在中国国内，更多的发生在国际:欧美列强和日本是工业国、是城市;中
国是农业国、是农村，所谓工业剥削农业、城市剥削农村，其实质是外国资本集团剥夺中国农民。瑑瑢

所以，被掠夺的广西农民财富和资金，基本流向是从农村流往口岸、城市，从省内流往省外、国外。
不仅如此，因市场开放，洋货充斥，地主居城、经商，生活较前奢靡，所得租息也很少留在农村。农村
只有破产农民一极，并无役使破产农民的资本聚集，形成“一头沉”式的贫困积累，一些地区甚至只
有小贫、赤贫之别，并无贫富之分，农村金融枯竭，银根奇紧。如 1933 年的郁林市面，“因现银外流，
银根奇紧，只见铜元，不见银角”，农民只能以铜元纳税，而官府因铜元零碎，价值不稳，征税只收银
角，以致“迄无两善办法”。瑑瑣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已经不是农民普遍借债、无力偿债，而是无债可借。
前述近 9 成农户入不敷出，4 成亏折农户举债无门，多数债户靠当铺典当。诸如此类，就是这样发
生的。

三、应付危机的对策、主张和措施、实践

20 世纪 30 年代的广西农业危机，在官府和民间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和惊恐。广西省政府为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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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危机所办的两件事，影响重大:专家的实地调查，为我们了解那次农业危机提供了很有分量的材

料;征文和随后在《南宁民国日报》上开展的讨论，清晰反映出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对摆脱危机、
振兴经济的政策思路。

1．从征文看摆脱危机的政策思路
广西省政府所定的征文题目是《广西经济出路应注重农业以促进工商抑注重工商以保护农

业》，预先划定了思维模式和对策框架，应征者自由思考和独立发挥的空间有限。事实上，绝大部
分应征者也是按照省府当局划定的框框来做文章的:征文共收到论文 60 篇，其中 33 篇主张“应注
重农业以促进工商”，不妨称之为“重农派”; 20 篇主张“应注重工商以保护农业”，可称为“重商
派”，合计 53 篇，占总数的 88． 3%。但值得注意的是，有 6 篇跳出了省府当局的框框，主张农业和
工商业二者并重( 另有 1 篇观点不明确) ，提出了一套大胆的应对办法，应该称为“并重派”或“并行
派”。
“重农派”认为，经济是政治、文化、军事的“源泉”，而农业又是“根本基础”，若谋经济解决，就
必须“注重农业‘现实经济’之增加，以促进工商之发展”，瑑瑤并从自然环境、民生要素、农村现状、国
防要求、军事需要、世界趋势等方面，论证注重农业发展的可行性、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广西“地
广人稀，民多业农，气候温和，地尽膏腴”，举凡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莫不俱备”，发展农业，得天
独厚。广西一千余万人口中，农民超过 900 万，“农民生活之充裕与否，均以耕地及收入农产之多
寡，以为转移”。为了充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必须扩大耕地，增加农产，否则，“长此以往，吾
省前途，危险殊甚”。从军事和国防方面看，亦须注重农业。军事除枪炮弹药外，多为农产品，为
“未雨绸缪、充实军用计，振兴农业，更为刻不容缓之救国要图”。自法国占领安南后，“强邻鹰邻虎
视于旁”，相邻各县更“易启强邻觊觎之野心”，九一八事变后，安南、满洲之覆辙，可为殷鉴，充实边
防，“尤为首图”，而充实边防之要着，是移垦实边，以增农产，而充军食，并寓兵于垦，就垦训兵，俾
成劲旅。屯垦古法，“一举数得，计莫善于此矣”。世界许多强国也无不注重发展农业。英国“制定
奖励农民金融法案，长期放款，以济民困”; 日本侵略满蒙，其目的也是寻求农地增加，以安置过剩
人口;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亦“侧重增高农产收成，防止水旱，并使农业集体化，机械化”; 其他如
德国增加小农数目，法国招募外国农工，都是“谋其农产之增加”。因此，广西“农村经济之崩溃，工
商两业之衰落，省库之拮拙，生民之贫穷，亦自应兴农以苏民困”。瑑瑥

“重农派”发展农业的具体途径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以每个农人之小增加，而至大增
加”，并列出“注重农业以促进工商”的 12 项措施或办法，包括:改良稻作，增加生产;发展畜牧业，
改良品种;订立荒地造林规程及森林法规，将斜度 20°以上的坡地全部用于造林，以供给木材，培养
水源，防除水旱风灾，调节气候，点缀风景;设立桐油榨炼厂，改良生产，促进工商;发展麻业、糖业、
烟业、园艺业;制定计划，发展工业，注重商业以及侗、僮、苗、瑶等族生活;改良特税、市场、运输、农
业组织，等等。瑑瑦

“重商派”的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徒重农业不足以推进工商，唯发展工商才可以保护农业”，因
为“现在是工商战争时代，生产和推销是要打成一气的”，农业生产逃不了“工厂和市场的支配”。
如果农产品价格低落或销不出去，农民“焉有不陷于破产”。因此，工商不振是农村经济衰落的“根
本原因”，农村破产不过是工商不振的“自然结果”。假如“工业发展了，商业畅通了，农产品有销路
了，种田不是‘死路’了，然后农民才能回到乡村去安居乐业，不必逃亡抢劫”。否则，就算农业生产
增进、充实，“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使我国永远为帝国主义贱价原料的供应者，昂价商品的消费者，现
金永远外溢，全国经济破产，永无自拔之日，大家一齐走上冻死饿死的道路”。瑑瑧

“重商派”还严厉批驳和否定了“以农立国”的治国理念，认为“闭关以前的‘以农立国’，或者
今日竟要变为‘以农弱国’，而至于‘以农亡国’”。瑑瑨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以前，农业始能立国，而
在帝国主义统治了世界的现代，农业便不能立国了。现代只有工业国统治农业国，绝不会有农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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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工业国。正如只有城市经济统治农村经济，绝不会有农村经济统治城市经济一样。农业国不
特不能统治，而且必然的被统治”。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为此必须尽量向外围廉价
购买一切需要的原料及辅料，而这种外围在资本主义本国内是逐渐减少的。故资本主义发展到某
一阶段，必须攫取非资本主义的农业国家在自己势力支配之下，而吸吮其农民的血汗，这就是近代

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农业国的经济组织，都要比工业国来得软弱散漫而不能与之抵抗。所以，“要
图中国的独立，注重农业的发展当不可能，而必须发展工业生产，而与帝国主义的商品对抗”。而
且，复兴农村的工作，须待工商业的发展始得完成。瑑瑩

至于发展工商、保护农业的具体途径，“重商派”认为广西煤铁少，无重工业可言，可专力于棉、
麻纺织，可于南宁、梧州、龙州、桂林等处多设新式织布厂，“吸收大量的失业游民，救济入超”，挽回
每年外溢的 2000 余万元损失。此外还可兴建酒精、造纸、皮革、水泥、碾米、轧棉、纽扣、糖果、电器、
印刷、机械米麦粉等厂。商业的发展，宜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盈缺需要，交换各县农产品，满足
全省人口给养;第二阶段是对外贸易的扩张，使输出输入于省内人民的生计有利。瑒瑠

“重商派”还主张实行工商业“统制”。认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操纵市场，靠的是大资本、大规
模、合理化的生产，故须实行工商业统制，一切对外贸易概归政府经营，由此形成“一个很大的购买
者或推销者”，列强的资本虽然雄厚，可是没有这样的组织。这样，帝国主义在我国市场的优势地
位，就被我们一举打破了，工商业就可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有了出头之日，原料就可不致贱价出

售，农村就可免于破产。瑒瑡

“并重派”对上述两派的观点，皆持怀疑态度，并跳出了征文者“二者取其一”的思维模式，声
称:“农业是否能够促进工商? 工商是否能够保护农业? 我很怀疑”。认为工业发展是因为技术进
步，商业发展是因为社会分工。“如果农业确有促进工商的主要作用，那末，我们以农立国了几千
年，工商就应该随之而进步了，为什么要百不如人呢? 至于工商业的发展，更加没有丝毫可以保护

农业的气味。反之，工商业的发展，往往是影响到农村崩溃的，除非是到了农业经营资本主义化了
的时候。”瑒瑢

有鉴于此，“并重派”认为，农业、工商业的振兴，“孰先孰后，均有不宜”。他们指责前者“太注
重农业之生产或可有出路”;后者“又太过于务其末而不顾其本”，强调今日的广西，工商业日形衰
落，农村经济崩溃，决不能以为先注重农业而后才促进工商; 亦不能先注重工商而后才保护农业。
两者不能先后处置，只可“分别同时进行”。又因广西经济东边受英国属地香港的大资本压制，西
南边受法属地经济封锁，不能指望简单谈论一番就可以找到出路，尤其是论到工商业的发展为主要

目的，更有偏颇之嫌。广西经济“要有出路非两者并行不可”。瑒瑣

“两者并行”的具体办法，分为“治根”、“治标”两个部分:“治根”是要实现国家独立;取消不平
等条约，收回属地，实现关税自主;实行经济封锁。“治标”之法有五:组织合理化的工商业，注重农
业生产的电气化;土地由农有而国有，根本整理耕地，建立大农业之生产制，以促进工商业之发展;

消灭“操纵农村经济的小地主土豪劣绅”，铲除“买办阶级者”; 建设大规模的工厂，修筑道路; 铲除
农村经济破产及工商业的障碍。瑒瑤

上述三派中，“并重派”的办法考虑比较深远，难度也最大，因而受到另两派的嘲讽和反对。他
们批评实现国家独立、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治根”之法，“未免有点过于‘根本’”，实行经济封锁则
令人“莫名其妙”，“不知究竟是指哪一套”。五项“治标”办法中，除第四项实际可行、第五项空洞
无所指之外，其余三项“是实际上明白做不到的高调”。瑒瑥所谓“两者并行”办法，完全脱离现实环
境，等于“担水上天”、“缘木求鱼”，根本“走不通”。瑒瑦

2．广西省政府的应对措施
应征者提出的办法不少，尤其是微观层面上有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发现和具体建议，不过为省府

当局所采纳、真正付诸实施的不多。省府当局摆脱危机、振兴农业的政策措施，主要限于设立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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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职能机构、开垦土地、兴修农田水利等方面。为此，广西省于 1934 年 3 月裁撤建设厅，改为经济
委员会，下设农林局，以加强对农业林业的规划、管理职能。此后又几经变更、调整。先后设立农业
管理处、农业督导区等职能机构。瑒瑧

广西人口密度和土地开垦率较低，荒地所在多有，农户耕地不足。20 世纪一二十年代，由于苏
北盐垦的影响，各地相继兴起了各类农垦企业，广西也开始土地垦殖和经济林的开办。1927 年成
立柳庆垦荒局，1929 年并入柳州、庆远两造林事务所，改称柳江林垦区，后因政局变动停废。
农业危机爆发后，为了振兴农业，省府当局规复柳江林垦区，加快了荒地开发步伐，至 1934 年，

共发放荒地 23． 2 万余亩。瑒瑨又在柳城开办垦殖水利试验区，作为典范，以推动农业发展。先以机器
垦荒，辟地 3 千亩，设一新农村，建筑农民宿舍，招募农民 100 名，每人分给荒地 20 亩，配以农具、种
苗，每人每月支给伙食银 10 元，收获产品，均归农民所有。3 年后，逐年收回建屋、农具及开垦费等
预支成本，用以周转，再建新农村。但因未修水利，农民所种多为陆稻、烟草、竹蔗、高粱、豆类、麦薯
等旱地作物。故拟筑坝引水，灌溉旱地，并用以发电，加工农产品。为扶助农民造林，又拨给造林地
及苗本，并于各人每年伙食内，扣除 10 元，储为造林费。鉴于附近农村经济困难，农民饱受高利贷
压迫，试验区特设经济合作社，供农民信用借款，月息一分;另设仓库，预备农民以农产品抵押借款。
论者预期，“如政治安定，经费不辍，逐步经营，其发展正未可量”。瑒瑩1934 年另有调查称，柳城垦殖
水利试验区占地 2168 方里，有火犁 6 架，1933 年垦荒三、四万亩，但因缺少人工，大多未能播种，该
年又向容县、北流、岑溪 3 县招募移民 500 户，前往落户垦殖，支付旅费、设备、薪工以及各户借款，
约计毫洋 30 万元。瑓瑠

农业危机发生并延续影响至抗日战争时期，期间经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各县地方的荒地垦殖也

有所发展。据统计，至 1939 年底，领垦荒地的垦殖公司或垦殖场计 127 处，领垦荒地 330941 市亩。
其中成立于 1931—1936 年的 51 处，领垦荒地 160937 市亩;成立于 1937—1939 年的 76 处，领垦荒
地 170004 市亩，大部分分布在柳江流域的象县、柳城、宜山、柳江等地。垦殖公司或垦殖场以种植
油桐、油茶及杂粮为主，间亦栽种稻麦、水果、松杉等。瑓瑡

为满足军用民食需求，广西省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实施冬作推广，扩大小麦、大麦、油菜、豌豆、
蚕豆、萝卜等越冬作物的种植，以增加粮食、油料产量。据统计，1942、1943 年，分别扩大越冬作物
种植面积 714 万市亩和 945 万市亩，增产粮食 1044 万市担、油料 1365 万市担。瑓瑢

农业危机期间，兴修水利以挽救农业迫在眉睫。省府当局为加强对农田水利的建设、管理，
1934 年设立广西水利工程处，专司其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军粮民食愈加紧迫，省府当局决定加快
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步伐。1938 年春，拟定第一期农田水利建设计划，由农本局与省府合设“农田
水利贷款委员会”，职掌测量、计划、施工、贷款事宜，并由经济部派遣华北水利委员会工程队协助
测量，珠江水利局亦派人协助，由此农田水利工程得以顺利、迅速进行。1938—1945 年共完成大型
水利工程 5 处，灌溉面积 108300 市亩，增产稻谷 243900 市担; 在建工程 6 处，灌溉面积 180300 市
亩，预计增产稻谷 434380 市担; 1942 年业经测量完竣、亟待施工者 19 处，灌溉面积 508550 市亩，预
计增产稻谷 1180200 市担。此外，尚有民众自办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计 1932—1936 年完竣 109
处，灌溉面积 201666 市亩，增产稻谷 298809 市担; 1937—1945 年完竣 22609 处，灌溉面积 1428376
市亩，增产稻谷 1611994 市担。瑓瑣某些县区还打破了几百年的沉寂，开始兴办水利工程。如靖西，自
元元贞三年 ( 1297 ) 筑计峒堤，置水坝 96 所，此后直至 1940 年，农田水利工程一直是空白，至
1941—1945 年方才修筑引水沟渠 13 处，灌田 10149 亩。瑓瑤

此外，广西省府当局曾于 1942 年颁发《广西扶助自耕农实施办法》，意在抑制土地兼并，保护
自耕农经济。不过因部分地主乘机撤佃，将土地收回雇工“自耕”，或将收回的土地径行拍卖，转移
资金经营商业，实际被“扶持”的仍是地主，而非真正的自耕农，土地的阶级分配状况虽发生某些变
化，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占统治地位。瑓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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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府当局在招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冬作等方面，采取了某些措施，一度取得某些成效，
但这些都只是治标之策。省府当局承认，振兴措施“仅限于技术范围”，原本妨碍农业生产的“社会
障碍”，农、工生产的配合，农产品对外市场的展拓等，“俱应同时解决”。瑓瑦然而这些全未涉及，措施
作用有限，无法彻底摆脱危机、振兴农业、救农民于水火。

3．土地革命和“治本”方策的提出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问题的讨论，除了应征者中的前述三派，在报章论战中，还出现了第四派，提

出了克服农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治本”方略。强调赶走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变革生
产关系、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广西土地革命留下的重要成果。
大革命期间，在韦拔群等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农会，打倒土豪劣绅，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恢复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
1929 年 12 月，在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下，发动百色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
维埃政府; 1930 年 2 月，在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领导下，发动龙州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八军，建
立左江革命委员会。整个左右江根据地包括左江、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的百色、果德、东兰、凤山、龙
州、凭祥、邕宁等 30 余县，面积 5 万多平方公里，聚居着 150 多万僮、汉、瑶、苗、仫佬、彝、回等各族
同胞。以消灭封建制度和封建剥削、解放农村生产力为直接目的的土地革命，在左右江地区轰轰烈
烈地开展起来。
“打土豪，分田地”是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红七军一支部队到镇结县( 今天等县) 打土豪，没
收“赵员外”金银财宝 20 多担; 没收杨姓地主肥猪 20 多头和一批铜元。红八军在龙州没收大土
豪、奸商谢吉秋，“清党”委员欧文俊、闭钰达等的财产，计黄金 200 余斤、光洋 10 万余元、烟土 500
箱。瑓瑧1930 年 2 月，红八军第一纵队搜抄崇左县太平土官李某家，没收其财产分给农民; 3 月没收靖
西湖润街地主农某财物，分给农民。瑓瑨凭祥县革命委员会率领群众，大力清扫当地土豪恶霸势力，处
决反动县长，消灭地主反动武装，没收大地主陆某财产，全部分给贫苦农民。瑓瑩

“分田地”贯穿左右江武装起义特别是右江武装起义的全过程。在左江，龙州起义和红八军成
立后，随即发布《红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宣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归乡村苏维埃处理，发给土
地使用证，分配给农民”。瑔瑠在右江，义军举行百色起义时，即明确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归苏维埃，
分给农民。红七军印发《土地革命》小册子和《我们的主张》等传单，张贴告示，宣布“组织农协，土
地革命，打倒地主，消灭豪绅;租税尽取消，土地归农民”等主张，邓小平、韦拔群等在东兰、百色三
都区以“取长补短”为原则分配土地，果德则按人口分地，通过试点比较以取得经验。瑔瑡1930 年 5 月
1 日，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除详细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方针、政策和分配土
地的办法外，特别确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和土地处理原则，立即无代价没收地主豪绅之土地财

产;没收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财产之所有权，属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的所有民众，

严格禁止自由买卖。瑔瑢条例颁布后，东兰、凤山、凌云和右江河谷各县先后进行土地分配，实现了孙
中山“耕者有其田”的革命主张。
土地革命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左右

江根据地除了劳力和耕牛互助，还出现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东兰县的“共耕社”是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韦拔群的家乡东兰县东里屯，因大多数农民参加红军或赤卫队，农业劳力极度
缺乏，根据群众要求，决定试办“共耕社”。邓小平为此召集干部，专门讨论“共耕社”的性质、任务
和办社的目的、方针、政策，拟订了章程，韦拔群动员自己的家属，把全部耕地、耕牛和农具入社，带
动了全乡农民群众。全屯 120 户、570 多人，都入了社。甚至住在西山的瑶族同胞，也前来入社。
社内耕牛农具按各生产组劳力和土地多少，统一调配使用。收获农产品由社集中统一管理和分配，
并留下一定数量的机动粮，作为公共开支( 如供红军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和新增人口的用粮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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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县在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的同时，订有《共耕条例》，规定是否“土地共同耕作”，由“乡群众
大会”决定，强调群众自愿。对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管理、使用，以及耕作制度、分配和劳动纪律
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过程中，创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
业生产合作组织的最早《条例》。为方便群众，“共耕社”还办有消费合作社，向社员供应食盐、烟、
酒、肉类及日用品等。瑔瑣农村生产关系、生产组织和农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左右江根据地存在的时间虽然不足一年，但“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变革农村

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组织，成立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共耕社”和消费合作社，既是一场天翻地覆
的伟大革命，得到广大农民和劳苦大众的拥护、支持，也是彻底消除农业危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
经济唯一正确的途径，和“彻底派”提出的主张基本吻合，“共耕社”产生在农业危机十分严重的广
西尤其是异常贫穷的桂西地区，绝非偶然。
红八军和左江根据地群众，在反封建的同时，高举反帝大旗，给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破坏行径

以迎头痛击。
中法战争后，龙州开埠通商，法国控制海关，设立领事馆，龙州成为列强特别是法国的侵华据

点。龙州起义前后，法国不仅同封建、土匪势力紧密勾结，丑化红军，污蔑革命，包庇、窝藏反动分
子，领事馆、天主教堂成了地主恶霸、土豪劣绅的避难所，而且气焰嚣张，多次照会恐吓，飞机挑衅，
扬言派兵进驻龙州。为了捍卫工农革命和国家主权，龙州各界于 1930 年 2 月 11 日集会示威，抗议
和声讨法帝国主义的罪行。愤怒的群众冲入法国领事馆，要求领事交出土豪劣绅藏匿在馆内的武
器和财物。法国领事嘉德傲慢不理，群众当即查出 1 箱手榴弹、1 台发报机和包括 15 万银元在内
的大批金银财宝，全部交给左江革命委员会。龙州海关税务司法国人颜格里，慑于群众威力而逃
跑。会后左江革命委员会决定，驱逐嘉德，武装押送出境，并以英、法两种文字发出通电，谴责帝国
主义的侵略罪行。12 日，红八军政治部在《工农兵》报上发布《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
会告全国民众书》，揭露法国领事馆对左江革命发出无理照会的罪恶目的是“想达其挑战和割据中
国的迷梦”，并提出四点声明: 1、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2、左江民众“为
彻底解除痛苦，必须实行自卫，并且要坚决执行革命的外交”: 收回海关; 没收法人基督教堂; 取消
赴法护照费;收回领事馆，驱逐领事出境;没收法在龙州资本企业。3、如法越政府派兵进入左江爆
发战争，应由法越政府负责。4、反对法越政府勾结中国反动政府，压迫工农解放运动。瑔瑤左江群众
的反帝斗争，激发了人民的革命和爱国热忱，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同时给人民以启示，反帝
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1930 年 10 月，红七军主力奉命开赴江西兴国县，与中央红军汇合，但广西土地革命并未停息，
中共左右江等地区地下党组织领导群众，继续坚持斗争，1932 年在陆川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游
击队和“劳农会”，开展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响很大，被新桂系视为“广西第二个东
兰”。瑔瑥1934 年春成立果德县革命委员会;同年 2 月，果德县地下革命党人发起“万民告状”，迫使国
民党果德县长将罪大恶极的匪霸黄某捕拿处决。瑔瑦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问题的征文和报章讨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面对强敌入侵、
国力衰微、疆土沦陷、经济凋敝、农村破产、市场萧条、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又受土地革命中反帝反
封建斗争的启迪和鼓舞，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有识之士，开始改用新的视角和方法观察广西的农村

危机和经济危机，观察问题更透彻，对问题性质的把握更准确，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切实、有效。
虽然受到征文题目《广西经济出路应注重农业以促进工商抑注重工商以保护农业》的指引和

限制，但应征者并没有完全停留在“注重农业以促进工商”还是“注重工商以保护农业”的论述和争
论上，而是深入发掘导致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强调“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其原因固甚复杂，而最
要的则在于帝国主义商品的压迫”，瑔瑧直接原因及具体表现是贸易逆差。指出“广西素来虽称贫省，
然揆诸曩昔，则今日民生的贫苦为尤甚，是知广西的农村经济破产并非由于农产品缺乏不够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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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由于入超量过大利权外溢所致”。瑔瑨并由此找到了克服经济危机、振兴广西和中国经济的根本办
法，就是抗击和扫除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因为“此种病根不除，则中国的经济，恐难达于复兴的地
位”。瑔瑩“并重派”更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压迫，论者同仇敌忾、口诛笔伐，谓“帝国主义利用炮舰政
策、不平等条约、赔款、割地、关税、外债，以及无孔不入的教会力量等等，直接加重农民、商人的负
担，而致工商业日形衰落，农村经济破产”，提出了包括实现国家独立、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属地、
实现关税自主，消灭“操纵农村经济的小地主土豪劣绅”，铲除“买办阶级”在内的“治根”办法。瑖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南宁民国日报》“出路”专栏开展的“广西经济出路”论战中，除了前述
三派之外，出现了主张根本变革的第四派，不妨称之为“彻底拯救派”或“彻底派”。
“彻底派”的思维方式和寻求的办法，与前三派特别是“重农派”、“重商派”不同，首先否定了
征文者《广西经济出路应注重农业以促进工商抑注重工商以保护农业》的题目设定，认为那种“两
头槌”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主观式的”，根本不可能解决广西经济出路问题，应该将“两头槌”式的
“圈套冲破”。瑖瑡同时对三派特别是“重农派”、“重商派”的观点、方法同样持否定态度，认为“重农
派”的中国“地大物博”，自古“以农立国”，非兴农不足以救贫一类的“古董话”，固然“不值达者一
笑”;“重商派”也因论战“矫枉过正”，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和论证错误，两派都“钻入”了征文者的
“圈套”。“并重派”似乎认识了广西农村经济崩溃的若干原因，但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治根、治
标方法，“第一是唱高调，第二是太抽象”，于事无补。而且，三派提出的主张，都只谈了“怎样去抵
抗”的问题，对于“怎样才能抵抗”的问题，“丝毫没有注意到”。根本“错误”是将广西农业不振、工
商不发达作为“主要之原因”，并将其“看作一件固定不移的东西，并不知决定这一种‘原因’还有许
多另外的‘原因’存在”，“没有注意到这一件实物底‘原因的原因’”。因为商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而发展的。“是由生产关系而比较得出利弊的”。商业的“利弊”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因此，“广西经济出路的问题”并不是“工商保护农业”、“农业促进工商”或“两者并行”这样简单的
问题。这个问题假使得到解决，“最多也不过是供给‘广西经济出路问题’的一点材料而已”。瑖瑢

为了解决广西经济出路问题，“彻底派”认为，有几个“先决问题”必须认识清楚:广西现阶段的
农业、工业生产方式;广西现阶段的农业、工商业生产关系，有何利弊;广西经济没有出路的问题是
广西特有，抑系中国或“一般次殖民地”皆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条件下，“次殖民地”的民族资
本可否抬头;假使民族资本受到限制，广西经济出路应取何种手段才有实效。瑖瑣

“彻底派”虽然声明，对上述问题“只是提出而已”，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不过“彻底派”在批评
三派的方法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答案，或者可以从中得出某些答案:如谓广西

未见大工厂，小工业与工艺人死死保留“学徒制”，是“封建的残余”，属于落后、保守的生产方式;广
西同浙西一样，作为“生产工具”的佃农，“劳动得来的结果是亏本”，“这一种佃农困苦的情形，直接
是从生产关系里发展出来的”，故同意“并重派”的“土地由农有而国有”主张，要想办法让“土地和
平归公，为大家服务”，“使佃农所领的田不是地主的而是政府的”。这样，收成好的年景，佃农生活
安定，若遇歉收，“政府可以保障他们，最低限度也要代他们填补损失”，这就必须废除落后的封建
土地制度和产品分配制度;在广西经济极度贫困下，“高利贷”有害，但“低利贷”也不一定有利，不
可能期盼高利贷者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政府或许“具有这种能力，但还不曾开始作整个计划的经
营”，亦即在现存生产关系和经济条件下，既不能企望“低利贷”解除民困，也不能幻想政府有计划
地发展生产;资本家不失败，生产者的劳动价值成为其“利润”，资本家失败，生产者更加“叫苦连
天”，有的资本家可能拿出小小的一点利润“买慈善的名声”，但绝不会拿本钱开玩笑，“世界上为了
大众而愿将‘本钱’都不要的只有两种人，傻瓜和真正的革命者”，为民解难造福只能寄希望于“真
正的革命者”。因此，广西经济出路问题的彻底解决问题，关键是“改良生产关系”。瑖瑤

最后，“彻底派”在上述想法的基础上，归纳出了彻底消除农业危机、振兴广西经济的方策和途
径:“广西的经济发展，从生产技术上说是以改良生产技术为开始，而以生产革命为归宿;从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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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来说，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开始，以社会主义为归宿; 从生产部门方面说，是以农业中心政策开

始，而以整个产业部门的繁荣为归宿”。同时，鉴于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故需要经过资本主义对
付封建社会的‘产业革命’，但又不要走入资本主义的危机里，只有在生产关系上踏入社会主义的
阶段。这并不是矛盾，因为没有资本主义膨〔庞〕大的生产力，则社会主义的基础无从确立”。瑖瑥

“并重派”、“彻底派”克服农业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治根”、“治本”方策，与广西省府当局“仅限
于技术范围”的振兴措施完全不同，将改革生产关系放在首位，并与发展生产力有机结合在一起，
尤其是关于既要经过资本主义对付封建社会的“产业革命”，又不要走入资本主义的危机里，必须
在生产关系上踏入社会主义阶段的论断，即使在 80 年后的今天，仍然显得鲜活，给人以启发和借
鉴。当然，这些“治根”、“治本”方策尚处于思想认知层面，将其付诸实施的历史使命，必然落在中
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劳苦大众肩上，但“治根”、“治本”方策本身仍是对土地革命的有力支持
和鼓舞，为年青的革命党人增添了战斗勇气和信心。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征文和“论战”文章由广西工商局选辑并结集刊发，文集题为《广西工商丛书第一种·广西经济出路讨论集》，分
上、下两篇，上篇为“征文选录”，下篇为“经济问题论战”，广西省工商局 1934 年刊本。以下注释中均简称《讨论
集》。

②计全县、融县各 68 户，宜山、郁林各 124 户，南丹 85 户，贺县 122 户，阳朔 99 户，藤县 115 户，宾阳 91 户，龙州 113
户，果德 108 户，百色 131 户，共 1248 户。

③计全县、宜山各 65 户，宾阳、龙州各 72 户，融县 55 户，南丹 66 户，贺县 73 户，阳朔 51 户，藤县 61 户，郁林 76 户，
果德 54 户，百色 70 户，共 78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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